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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环境伦理与环境刑法的发展具有互动性。环境刑法必须遵循环境伦理的导向性指引，同时环境刑法对环境伦理

具有能动作用。随着环境伦理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步认识到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的局限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

观的困境，折中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成为环境刑法之伦理基础。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影响着环境刑法的新发展，

这主要表现在环境法益的扩容和环境犯罪设置向刑事犯的逐步转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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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伦理的流变是人类伦理应对环境危机的产物。环境危机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命题，对环境保护的伦理探讨与规范研

究应当具备全球视野。环境伦理与环境犯罪从来都是休戚相关的，环境伦理对环境刑法的新发展产生着巨大影响。 

一、环境伦理：环境刑法的准据 

    （一）伦理与法律 

“伦理作为抽象法与道德的统一，作为自由概念的真实反映，它不是从任何外在事物中引入的，也不是被事先假定的，

而完全是通过逻辑推理的结果，即伦理是抽象法和道德在自我意识中反思自身的结果。”[1]伦理与法律之间关系的最

初形态是二者之间的同体共生关系。任何规范都要寻求伦理的认可，所有法律都要找到伦理的支点。在每个国家的法律

里，处处都显示，社会既有的道德和更广泛的道德理念对法律影响甚巨。这些影响或者是通过突兀的、公开的立法程序

成为法律，或者是沉默平和的通过司法程序影响法律。[2]社会对其被广为接受的道德通过法律强制执行是不需要争论

就可以轻易证成的，因为它就是一个被强制执行的道德。[3]伦理通过程序化方式形成法律，二者通过德性功能互相支

撑。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4]法律必须与正义原则相联系。这不仅体现

为良善之法本身的正义性，而且体现为“只有那些具有正义德性的人才有可能知道怎样运用法律。”[5]即从伦理关系

主体与法律关系主体的统一性而言，伦理之于法律也具有重要意义。在民主国家，公众的观念帮助定义社会问题、安排

公众日程以及形成公共政策。法律得以施行的内在动力在于其自身具有合理且坚实的伦理基础。是否倾力体现和适应伦

理基础是衡量法律是否良善的重要指标。 

（二）环境伦理与环境刑法 

环境伦理与环境刑法之间的关系具备互动性特征。环境刑法必须遵循环境伦理的导向性指引，同时环境刑法对环境伦理

具有能动作用。 

环境刑法必须遵循环境伦理的导向性指引。环境伦理对于环境刑法具有导向性源于环境伦理学的学科指导性。尽管对于

环境伦理学能否成立，我国学界尚存在不同观点[6]，但是环境伦理学研究已经在我国成为一种学术潮流，并影响着我

国的环境保护实践。环境伦理学的实践意义在于它的研究不是纯粹理论研究，也不是纯粹理性研究，而是将环境的理论

知识和解决生态环境的现实需要相结合，制定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并依据这些标准和规范进行价值评判。[7]环境伦

理学为环境刑法的制定提供了价值标准。道德在逻辑上优先于法律[8]。这是因为，法律不能没有其可实证性的躯体即

实在法，但更不能没有其作为灵魂的法的理念。而法规本身的合理性根据又只能从伦理中寻找。[9]同样，环境伦理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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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着环境刑法的价值取向，环境刑法的理念蕴含于环境伦理之中，环境刑法必须遵循环境伦理的导向性指引。环境伦理

的导向性，是指环境伦理的构建应具有超前性和指导性，即先进伦理观念的构建应当以社会道德先进者的主张为参照。

环境刑法遵循环境伦理的导向性指引是环境刑法实施的内在依据。作为承载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环境伦理，是人类探

寻、思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以及受其影响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先进成果。环境刑法调整对象的行为是在人意识支配下的

产物，环境刑法若要被遵守，人的内心认知意义重大。环境刑法通过人们对法律的内心确认与坚定信仰，被人们认知、

认同进而遵守。 

环境刑法对环境伦理具有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通过环境伦理具有的超前性本质实现。环境伦理的超前性是相对于现

实性而言的，现实性当然包括现实的法治状况。这种环境伦理相对于现实法治状况的超前性构建，是环境刑法对环境伦

理的一种隐性约束。另一方面，鉴于法治的普遍性和强制性，环境伦理的良好实现与环境法治的有效推行息息相关。仅

有伦理的内心自我约束以及外在的舆论谴责很难将环境伦理所倡导的理念推行到底，教化的作用是有限的，强制力的推

行必不可少。环境伦理的相关内容要通过具有最大强制力的刑事法律的保障实现。 

 

     二、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环境刑法的伦理基础 

 

     环境伦理的发展是一个人类对自身与自然之间关系不断探索和反思的过程。全球环境的整体性决定了环境伦理是

人类共同面临的实践哲学。经历了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

观逐步成为多数人所接受的环境伦理观。 

    （一）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的局限 

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最早的完整表述是由圣经提出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一切以人为核心，一切以人

为尺度，一切行为都从人的自身出发，并以自身的利益去对待其他事物，为人的利益服务。[10]现代环境伦理学者一般

坚持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即浅环境论。它承认人类自身的价值以及自然对于人类具有工具价值，否定自然具有内在价

值，认为人以及地球上的所有物种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和所有生物都有利己性。这是生物生存下去的条件，也是其

生命力的表现。[11] 

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使人类认识到自身的主体性价值，促使人类从蒙昧无知中勇敢的脱离，从而冲破了非科学的牢

笼，进而实现了科学技术和经济文明的快速发展。[12]然而，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人类与自然关系空前紧张，人类中

心主义环境伦理观对环境保护具有局限性。 

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从人类的利益出发，把自然界看作是实现人类利益的工具。既然人类的利益具有优先性、唯一

性和绝对性，因此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如何使用工具都是可以的，一切主客体关系都具有对主体来说“为我”的性质，

只有人是目的。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仅以人类的利益作为环境伦理的出发点和归宿，只看到自然的工具价值而不承

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彻底将其价值工具化。 

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否认人与自然同属于一个共同的伦理体系，为以人类名义破坏环境提供了道德支持，是对人类

自身价值的否定。这种以集体自我为中心的伦理观是现有环境刑法的指导思想，是造成过去、现在与未来环境危机的思

想根源。因此，即使在环境政策或环境法律采取“人本主义之环境保护”的基本立场情形下，也不可能完全排除对于整

体地球生态的考量，尤其更应试图去调和、平衡人类对于整体生态间在维护及利用上的紧张关系[13]9。人类中心主义

这种人本主义的环境伦理观，以保护人类的基本利益为核心，过于注重人类自身的利益，对自然的利益关心不够；以保

护人类当下的利益为核心，过于关注当代人的利益，对后代人的利益缺乏考虑。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以保护当代人

之间的利益为核心，过于关注当代人之间的平等，漠视人与自然的物种平等和当代人与后代人的代际平等。 

（二）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的困境 

    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是针对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而言的，具体包括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

论以及生态中心论等诸种学说。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的提出，其主要的理论意图在于打破人类中心主义视角根深

蒂固的自满。“在关注和思考环境问题的大多数哲学学者看来,导致现代社会的环境危机的最直接的原因,是现代人(主

要是现代西方人)把自然排除在了道德关怀的范围之外,致使人类对待自然的行为完全不受道德的约束,自然毫无保护地

暴露在人类的贪婪面前,任由人类掠夺和破坏。因此,环境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扩展伦理关怀的范围,使人类之外的自然

存在物(动物、植物、生态系统和整个地球)成为能够获得伦理关怀的‘道德顾客’(moral patient),从而使人类对待

自然的行为能够受到伦理的约束。”[14]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将道德目的的重心放在自然，自然本身就是目的，

自然本身就具有应该受到人类尊重的客观价值。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承认动物、生物或者生态自身等具有内在价

值，主张为了自然的利益，人类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 



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要求人对自然履行道德义务，事实上是承认人类与自然能够而且应当构成伦理共同体关系。

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承认人类同时负有人际伦理义务和种际伦理义务。在现实中，当人的生存与其他存在物的生

存不可兼得时，或者当人的基本需要与其他生命的基本需要发生冲突时，人的生存或基本需要具有优先性。这就出现了

一个悖论：如果不承认人的价值的优越性，当人的基本需要与其他生命的基本需要发生冲突时，就很难为人的生存或基

本需要具有优先性这一选择提供辩护；而如果承认人的价值的优越性，又很难与人类中心主义划清界限。因此，非人类

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与它的现实选择之间往往存在着逻辑上的不一致性。[15]环境伦理是一种实践哲学，其德性价值在

于对现实环境问题的理性回应。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难以回避上述悖论，其发展面临困境。 

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人类与自然的伦理共同体关系是一种价值判断意义上的“应当”，还是

事实判断意义上的“是”。有学者提出，从伦理学理论的逻辑论证角度来考察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观与非人类中心

主义环境伦理观，必然面对“自然主义谬误”这个问题。虽然大多数环境伦理的论证者尽量淡化自然的“物性”，寻找

自然能与人形成伦理关系或者伦理同体的共性，但是还是要面对“是或者应当”的逻辑问题。[16]非人类主义环境伦理

观的哲学基础，就是用自然原理取代人道原理，用存在论解释实践论、价值论和伦理原则，即从“是”中求“应当”。

其结果就是完全歪曲了环境伦理学的性质。[17]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基于现实的可行性承认人类利益的优先性，

但是这种优越性究竟与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有何差异、其是否违背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原则等问题困扰着非人

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的发展。 

（三）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环境刑法的崭新伦理基础 

环境伦理所追求的“现代性伦理谋划”尚未完成，而“现代性伟业”所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却又对现代性谋划本身敲响

了警钟。[18]面对具有传统性的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和具有现代性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西方现代环境伦

理的发展呈现出折中主义的倾向。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就是人类解决面临的环境伦理困境所采取的折中主义环境理

性，为多数人所接受，是作为规范的环境刑法的崭新伦理基础。 

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基础之上。人类热爱、尊重、保护、合理利用自然，通过道德和法律

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及人与人的关系，实现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相和谐、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相和谐、经济社

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和谐、“人化自然”与“未人化自然”相和谐、人与自然相和谐。[19]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

不仅承认自然具有工具性价值，而且承认自然本身具有内在价值。“人类必须重新认识自然的价值和其存在的意义，不

再以人的需要取向为判别各种事物价值和效用的依据，而应以整个自然生态环境的需要为判别依据。”[20]人与自然之

间存在着一种互惠共生的关系，人类必须尊重与善待自然，按“共同性”的生态规则和道德原则办事。可持续发展环境

伦理观在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的基础上，承认人的实践对于自然的能动作用，这主要体现为人对于自然保护的道德责

任。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的理论基础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此和谐统一的前提是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和人对自然的能

动作用。 

    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价值观的对话中心并不在于是否应当保护生态自然的问题上，而是“为何和如

何”来保护及其保护生态自然的道德基础这一深层问题。[21]随着环境伦理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步认识到人类中心主义

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性，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等折中的环境伦理观得到发展。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是学术界研

究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伦理学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环境伦理理论。环境伦理学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从不同的理论层

面，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为解决人类社会所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而相继产生的。[22]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

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

危害的发展”。《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将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阐释为，人类应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

健康而富有生气生活的权利，为了公平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与环境方面的需要，发展的权利必须实现。[23]1994年中国

政府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开始了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为了在新形

势下进一步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2003年出台了《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是在人

类面临生态危机的形势下对传统环境伦理观作出的一次重大调整。 

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既有相互交叉和统一的一面，又有相互对立和冲突的一面。环境法律通过规定合法行为的

方式确立、营造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环境关系，同时通过制裁违法、犯罪行为的方式解决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之间的对

立与冲突。环境刑法就是在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发生矛盾时，由人类做出价值抉择并将其规范化的结果。因此，环境刑

法制定主体——人类的主观性难免为该项制度打上深刻的烙印。这决定了环境刑法的伦理基础不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

伦理观。原因在于，人类的主观性烙印在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发生冲突时的选择必定体现着人类利益的痕迹，这既是人

类责任的体现，也是人类理性的选择。另一方面，自然本身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它是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也是环境

伦理发展的必然内容，必须肯定自然的利益。因此，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也存在缺陷。作为环境刑法基础的环境伦



理观不可能是纯粹的人类中心主义，也不可能是纯粹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它只能是一种折衷的环境伦理观。可持续发展

环境伦理观在相当程度上是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它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中的积极成分

都具有包容能力。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整合了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的立场，更具有

实践指导性。 

 

三、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对环境刑法新发展的影响 

 

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对环境刑法的新发展产生着重大影响，这主要体现在环境刑法保护法益的扩容和环境犯罪设置由

行政犯向刑事犯的逐步转化两个方面。 

（一）环境刑法保护法益的扩容 

“由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我们称之为法益。”[24]环境刑法保护的法益，即环境法益，是社会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利益

之中必须由环境刑法予以保护的（即得到所谓法的要保护性认可的）存在。[1]一个不追求压制市民的立法者，并且并

非轻易与其他人商量的立法者，从不保护道德本身，而是无论如何只保护确定的道德内容，如果社会的存在需要它们或

者认为需要它们，在此因为这种需要，就可以无歪曲的表述说：这种内容是一种利益。利益侵害与纯粹的道德违反性的

对立提供了一个契机，即根据一些利益是否已经过时这种标准来时常审视刑法。[25]环境刑法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其制

定主体是人，这就使得环境法益的内涵与外延不可避免的是人类意志的产物。环境刑法的产生难以逃脱人类自身利益的

牢笼，环境法益必然体现着对人类利益的庇护。如果人类的自身利益无法保障，法律的实施领域——社会将不复存在，

法律本身也就失去了价值。因此，环境法益包括人类的利益。另一方面，目前环境保护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不是对人类利

益保护的缺失，而是对自然利益保护的漠视。作为环境刑法伦理基础的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不仅承认自然具有工具

性价值，而且承认自然本身具有内在价值。环境法益应当将保护自然利益纳入其应有之意，充分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

从而改变以人类整体或者部分人的利益得失为标准的法益保护现状。 

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公平要求将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26]人类能够借助自身的主体性来表达其非动物性需求。

人处于生物进化系列的最高级地位，发展了意识和智慧的功能，人的作用已经成为生物圈演化中关键的、决定性的因

素。作为自然的人，我们必须按照自然规律来行动，但作为理智的人，我们却可以做出选择。尽管无法回避作为肉体本

身存在的自然需求，但我们却可以选择对于自然需求的态度。[27]在实践上，当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发生冲突时，人有

责任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控制和调节，将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高于自然的利益，自然的生存利益高于人类的非基本需要

（即过分享受和奢侈的需要）。具体而言，按照环境伦理学的道德标准、道德基本原则和规范，把人类活动限制在生态

上许可的限度内，实行尊重生命和自然界、保持生态系统整体性的原则，不断完善生命和发展生命，不断提高生态系统

维持生命的能力。这样既可以为人类自身增进利益，又可以为生物和自然界增进利益。[28]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的实

践理性是在维护生态系统整体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消解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发生的冲突。 

“真正的法律是与本性相合的正确的理性，它是普遍适用的、不变的和永恒的”[29]。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要求环境

刑法在统一的生态系统内处理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的关系，充分肯定人与自然的平等价值。这种生态整体主义和生态平

等观正是“主、客一体”范式的表现，而该范式深入贯彻了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30]。当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发生冲

突时，设置环境刑法应当将人类的基本生存利益高于自然的非生存利益，自然的生存利益高于人类的非基本利益。具体

而言，一方面，人类的基本生存利益与自然的基本生存利益是统一的。没有自然的基本生存利益就没有人类的基本生存

利益；没有人类的基本生存利益，自然的基本生存利益也将会受到巨大挑战。另一方面，人类基本生存利益高于自然的

非生存利益，在对自然的基本生存利益不构成威胁的情形下，要充分肯定人类生存的基本利益。人类作为环境伦理的主

体，其利益必定在伦理中有所反映。尤其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其生存需要是环境伦理存在的前提，没有人类的生存，

伦理问题就无从谈起。因此，对于人类的基本生存利益要进行充分的肯定和保护。综上，作为环境刑法保护客体的环境

法益具有以下特征：首先，环境刑法保护自然与人类构筑的生态系统，保护人类的利益和自然的利益。其次，环境刑法

保护人类的基本生存利益。再次，环境刑法保护自然的基本生存利益，较之于人类的非基本生存利益，环境刑法优先保

护自然的基本生存利益。 

（二）环境犯罪设置由行政犯向刑事犯的逐步转化 

行政犯与刑事犯是相对应的概念，其理论原点是意大利犯罪学家加罗法洛提出的法定犯与自然犯的概念。随着行政事务

的增多，行政权力不断扩大，大量违反行政法的行为亟需刑法惩治，行政犯与刑事犯的概念首先在德国刑法理论中被提

出。行政犯与刑事犯的区别表现在质与量两个方面。质的方面，行政犯的成立是违反了一般行政法的规定，具有较弱的

伦理违反性，而刑事犯的成立则是违反了治安法的规定，具有很强的伦理违反性；量的方面，行政犯是违反行政法的规



定达到一定程度，才为刑法所评价，而刑事犯是违反治安法的规定直接为刑法所评价。[31]一般认为，我国现行刑法将

环境犯罪设置为行政犯。德国对于环境刑法的行政从属性进行了规定[32]。 

立法者将某种特定的行为规定为行政违法、行政犯罪抑或刑事犯罪的过程，实质上是司法权与行政权此消彼长、相互博

弈的过程。博弈的决定因素是社会伦理的变迁。例如，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国内普遍的观点认为，工业生产带

来的环境危害是经济发展无法避免的代价。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这种观点逐渐受到挑战，对环境和个人的

损害不是无法避免的、而是可以惩罚的观点产生。这种观念的变化说明了标签理论的关键主张：一个行为之所以是犯

罪，不仅在于它内在的品质，而且在于文化和社会赋予它的含义。[33]而这种文化和社会赋予的含义与环境伦理在质上

具有一致性。 

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为环境刑法由行政犯向刑事犯的逐步转化提供了实践哲学基础。面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和非

人类中心主义的困境，环境伦理观的发展正经历着向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的转向，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成为环境刑

法的崭新伦理基础。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强调自然的工具性价值，这决定了只有行为侵害自然并且达到严重

危害人类利益的程度，才会成为刑法规制的对象。如果行为仅仅侵害了自然的利益，而该种利益尚未达到严重危害人类

利益的程度，则不能成立刑事犯罪。在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下，环境刑法依据“侵害自然”和“严重危害人类

利益”的标准认定犯罪，这与行政犯认定中“行政违反”和“加重要素”[34]的标准具有一致性：一方面，环境犯罪往

往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伴生，是社会经济发展异化的产物，因此，“严重危害人类利益”的判断要平衡发展经济与保护

自然二者之间的关系，平衡的标准一般需要行政法进行界定，具有“行政违反性”；另一方面，“严重危害人类利益”

的标准体现在行政犯认定中即是特别目的、加重结果等“加重要素”。可见，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为环境犯

罪的行政犯设置模式提供了哲学基础。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之后产生了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然而，后者的

现代性伦理谋划尚未完成，其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又使立法者担忧这种超前性伦理的可行性及其带来的刑事立法风险。

由于本身的稳定性，环境刑法尚未能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作出及时的回应，该环境伦理观本身的问题已经得到

质疑。随着环境伦理向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的转向，环境刑法的设置应当遵照环境伦理的导向性指引进行相应调整。 

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不仅承认自然具有工具性价值，而且承认自然本身具有内在价值，强调人对于自然保护的道德责

任。任何侵害自然且已经严重危害人类利益的环境犯罪行为和单纯的侵害自然本身的环境犯罪行为都是严重违反人类伦

理的行为。“如果不法行为确与国家基本生活秩序的基本价值关系密切，具有基本生活秩序的社会伦理非难性，而必须

使用具有伦理与道德基础的刑罚作为法律反应手段，才足以衡平其恶害的，如果不使用刑罚作为法律反应手段加以制

裁，则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将会受到破坏，或有受到破坏的危险”[35]，该不法行为应规定为刑事犯。环境犯罪侵犯了国

家基本生活秩序的基本价值，该行为已经不能为人们的伦理道德所容许。“随着福利国家理念的发展,相当多的社会保

育、经济行政措施不断推出,虽然假借行政管理的方式推行,但是其内容却与全体国民的福祉发生关系,并逐渐产生社会

伦理的感情。”[36]环境犯罪形式上违反了保护环境秩序的行政法的规定，但是其实质上是关涉国民福祉的、严重违反

伦理道德的危害社会行为。“传统刑法所规定的犯罪，都是违反伦理的行为”，而“行政刑法规范却不是以伦理道德为

基础的，而是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37]，行政刑法规定的行政犯具有较弱的伦理违反性。然而，环境犯罪直接破坏人

类与生俱来的共同伦理准则和道德情感，已经成为具有严重伦理违反性的行为，而非具有较弱的伦理违反性。因此，环

境犯罪的设置宜由行政犯向刑事犯逐步转化。 

环境犯罪设置为行政犯抑或刑事犯，对于环境犯罪的认定具有重大影响，并直接决定着环境犯罪惩治的效果。我国将环

境犯罪设置为行政犯的立法现状，决定了环境犯罪的成立必须符合“行政违反+加重要素”的标准。然而，无论是行政

犯中“行政违反”标准抑或“加重要素”标准的认定，都会导致环境犯罪惩治的乏力：一方面，法律适用主体需要对行

为是否已经达到了成立行政犯的“行政违反”标准进行裁量。“行政犯罪以行政违法为前提，是由行政违法转化而来

的”[38]。因此，是否违反保护环境秩序的行政法是环境犯罪作为行政犯认定的前提。然而，“环境标准的设定不是为

了永久的保护环境的每一个细小部分”[39]，行政法规定的环境标准具有局限性。如果将行政违反作为环境犯罪的一般

性构成要件，则对于行政法上没有规定但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难以追究刑事责任。这势必将环境刑法发挥作用的

范围局限于行政法调整的范围之内，抹煞了刑法调整范围的广泛性，导致刑法对环境保护宽严有度的伸缩性调整无法实

现。另一方面，法律适用主体需要对行为是否已经达到了成立行政犯的“加重要素”标准进行裁量。在我国当前的行政

程序与刑事程序衔接机制下[2]，如果环境侵害案件首先为环境保护行政部门处理时，行政主体成为判断环境侵害行为

是否已经达到了成立行政犯的“加重要素”标准的裁量主体。在行政主体裁量环境侵害行为是否已经达到了成立行政犯

标准的实践中，由于环境侵害案件牵涉诸多经济利益和政治因素，行政主体往往倾向于将环境侵害案件作为一般行政违

法处理，抢先对环境侵害行为人进行处罚、甚至以行政责任替代刑事责任的情形较普遍存在。为避免因此造成的处罚漏

洞，可以以反面规定的方式，规定若对环境造成严重程度的侵害，而法规或行政机关未明白许可，应予处罚。[40]从此



种解决方式对行政从属性的否定角度而言，其与将环境犯罪设置为刑事犯的解决方式具有一致性。将环境犯罪逐步设置

为刑事犯，不仅可以解决将其设置为行政犯带来的对刑法作用范围的不当限制和导致的行政责任替代刑事责任等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环境伦理的发展，将环境犯罪设置为行政犯已经不再适应作为其基础的实践哲学。 

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决定了环境刑法的内容与面貌，决定了环境犯罪设置由行政犯向刑事犯逐步转化的必然趋势。环

境犯罪设置由行政犯向刑事犯的逐步转化，在立法技术上表现为，由“空白罪状”的立法方式规定环境犯罪成立的环境

技术标准，逐步转化为将成熟的环境技术标准直接规定于刑法典之中；在司法认定上表现为，参照保护环境秩序的行政

法进行环境犯罪的认定，逐步转化为依照刑法典的直接规定进行。环境犯罪设置由行政犯向刑事犯逐步转化的必然趋势

具有过程性，在环境伦理转向的现阶段，环境犯罪的部分罪名仍可以设置为行政犯。受科技发展制约，人类的认识能力

具有局限性，这主要体现在对于新技术、新能源以及具有高度威胁性的危险物质的环境保护标准和环境保护行政许可方

面的滞后性。由于遵守滞后标准和行政许可而发生了环境危害，如果要求行为人负刑事责任则不具有合理性。例如，美

国《资源保护与回收法案》规定的重罪包括故意运输危险废物的行为、或者引起运输危险废物的行为、或者在缺乏许可

证的情形下进行设备处理的行为，以及在没有获得许可证或者故意违反许可证规范的情况下处理、储存或者处置危险废

物等行为。[33]34-33因此，涉及新技术、新能源以及具有高度威胁性的危险物质的环境犯罪在环境伦理转向的现阶段

仍可以设置为行政犯，待科技条件成熟时，实现其刑事犯设置。 

 

四、环境刑法的新发展应以环境伦理为其正义基础（代结语） 

    “我们所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具有确定的一般性规则的制度,我们还需要该制度中的规则是以正义为基础的,是以对人

性的某些要求和能力的考虑为基础的。否则这个制度就会不可行,而且由于它违反了根深蒂固的判断倾向和标准,所以它

会不断地被人们所违反,进而它也不可能提供准确性,这种准确性正是该制度存在的理由。”[41]规则必须以正义为基

础，环境刑法应以环境伦理为其正义基础。环境伦理影响着环境刑法的发展，环境刑法的新发展必然会体现环境伦理这

一人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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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thical Basis of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aw and its Influence on the New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aw

Hou Yanfang

（Law School ,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P.R.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ethics and the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aw have 

their interaction.Environmental criminal law shall follow the guidance qualit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meanwhile it has motile influence on environmental ethics.With the continuously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ethics,people realize the limita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ethics of 

anthropocentrism and the dilemma of the environmental ethics of non-anthropocentrism. And the 

environmental ethic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ch is medium has become the ethical basis of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aw.The environmental ethic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influencing the 

new development of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aw which is marked by the dilatancy of environmental 

legal interes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dministrative offense to criminal offense of the 

environmental crime setting.

    Keyword: environmental criminal law; the environmental ethic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 legal interest; administrative offense; criminal offe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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